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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减”政策是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手段和重大战略布局。该政策在实现学生课业减负目标的同

时，客观上形成了教师专业发展的倒逼机制。研究发现，当前教师群体面临三大发展困境：职业价值认

知存在理想化倾向，专业发展激励机制呈现结构性缺失，政策配套保障措施出现执行性衰减。为有效应

对这些问题，教师要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不断提高自身的教育教学水平和数字化素养，促进自我的内

涵式发展；学校要完善管理方式，为教师提供更多的专业发展机会和权利；国家要落实相关政策的实施，

完善教师专业发展的制度保障，进而实现“双减”政策的目标，推动我国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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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is an important means and major strategic layout of basic education re-
form in the new era. This policy not only achieves the goal of reducing the burden of students’ 
schoolwork, but also objectively forms a backforcing mechanism for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
opment. It is found that teachers are faced with three development dilemmas: idealization of pro-
fessional value cognition, structural lack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weakening of implementation of supporting policy safeguards.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se problems 
effectively, teachers should strengthen their ideals and beliefs, constantly improve their education 
and teaching level and digital literacy, and promote self-conformal development. The school should 
improve the management mode and provide teachers with more opportunities and rights for pro-
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state should implement relevant policies, improve the system guaran-
tee for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n realize the goal of the policy of “double reduc-
t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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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强调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要不断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1]。我国在 2021 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双减”

指的是有效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构建教育良好生态，重在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作为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这项政策不仅是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战略布局[2]，也是建设

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的重要手段[3]。“双减”政策通过规范校外学科培训与优化校内教育生态的双向路

径，重构教育服务体系。在此背景下，教师需抓住变革时机，通过更新教学理念、重构专业能力与转型

专业发展模式，实现从“经验型”教师向“研究型”教师的跨越式发展，为培养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人才提

供专业支撑。 

2. “双减”政策是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 

2.1. “双减”政策促成基础教育新格局 

作为新时代教育治理体系重构的重要举措，“双减”政策自 2021 年 7 月颁布实施以来，正在深刻重

塑中国基础教育生态。这项政策承载着提升人口素质与培养创新人才的双重使命，通过精准定位课后服

务供给、监管校外学科类培训、提升课堂教学质量等手段，成功促进教育制度系统性重构。从宏观上看，

“双减”政策有利于去教育的功利化、短视化，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教育公平，建立高质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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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体系；以学生为主体，保障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从具体措施上看，“双减”政策对学校教育、校外教

育、家庭教育、区域教育等都提出了新要求，要以学校教育为主体，带动其他教育的深化改革，推进基

础教育均衡发展[2]，推进“双减”落地需要系统思维，统筹好教育教学中的“减法”与“加法”的关系，

平衡好校内教育与校外培训的关系。同时对于教师的课堂教学、作业管理与课后服务要做到“提质升级”。

因此，“双减”不仅仅是给学生减轻负担，更是对学校教育提质增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4]。 
“双减”政策的改革效益呈现多元化，一是重构教育管理体系，通过以“学校–家庭–社会”协同

的三方主体构成学校新型治理机制，有效建立起覆盖全学段的动态监测体系，这种从源头进行调控的管

理机制，表现了该政策以系统论思维破解了我国的教育焦虑综合征[5]；二是重塑教育价值重塑，通过建

立“基础性作业 + 弹性分层作业”新型作业模式，这种个性化作业设计有利于减轻学生学习压力，促进

教育评价从“唯分数论”转向“五育并举”[6]；三是创造社会协同机制，“双减”政策推出了“家校社

协同共育”的新型育人体系，有效整合多元教育主体资源，形成素质教育实施共同体[5]。三维联动不仅

有效破除了传统教育时空边界，还优化了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五育并举目标的落地实施。 

2.2. “双减”政策背景下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在“双减”政策背景下，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呈现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态势。当前，教师专业素养

的结构性短板凸显，具体表现为课程重构能力不足、差异化教学策略缺失及课后服务质量欠佳等问题，

难以有效适应政策变革对教育专业化的新诉求。学界对此展开了多维度的理论探讨，从心理学视角聚焦

于教师情绪劳动与职业倦怠的研究；从社会学出发聚焦于政策变迁中的角色冲突与身份重构；从伦理视

角探讨了教师的伦理困境[7]、伦理失范[8]、责任风险[9]等；从教师专业发展涵盖的专业理念、专业知识、

专业能力和专业情意四个维度，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新机遇、新挑战和实施路径进行了阐述[10] [11]。这些

研究深化了对政策冲击下教师发展规律的认识，为教师专业奠定了学理基础。 
2023 年我国颁布的《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指出，学校要充分发挥教育主阵

地，加强教师在家、校、社中的沟通协调能力，教师作为中介者，一边连接着学校，一边连接着家庭和社

区，是构建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教育机制的重要支撑；二要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基于二十

大关于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部署，构建“三维立体化”教师培养体系，如建立分层分类培养机制，实施

差异化专业发展方案；强化政治素养培育工程，系统开展新时代教育思想专题研训；创新国情教育实践

路径，通过沉浸式社会调研提升育人实效性；三要提高教师跨学科能力。2022 年我国发布了《义务教育

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 版)》(以下简称《课标》)，课标强调要鼓励教师设立跨学科主题活动，加强各

学科之间的联系，实施综合化课程，从基于问题式和项目式的教学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专业发展水平[12]。
因为教师面对的都是真实情境中的问题，涵盖了综合化内容、结构复杂化的真实问题，要设计跨学科主

题活动，需要教师具有广阔的学识素养且具备多个学科的综合能力；提升教师的数字化素养。信息化时

代，知识变化与传播速度加速，教育向数字化转型是顺应时代要求，也是教育深度改革的体现，为区域

教师培训创新路径、重塑形态、推动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13]。所以，新时代的教师，

在“双减”与智能化的双重影响下，应该积极学习数字化技术，将其应用于教学，在提升自我发展时，进

一步推动教育数字化[14]。 

3. “双减”政策背景下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1. 教师专业发展信念有待加强 

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减轻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

若干意见》明确表明，要清理、规范影响教育教学活动的各项工作，特别是与教师专业发展和教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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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的工作，确保中小学教师能够静心教书[15]。但实际工作中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教师职业发展内驱

力弱化。当前基础教育领域普遍存在职业角色定位失衡问题，教师群体呈现出明显的“育人者自我发展

停滞”特征。其一，专业成长路径呈现工具化倾向，教师将主要精力投放于学生培育事务，在职业理想

构建与专业信念培育方面投入不足，导致专业发展陷入“被动应对”状态。其二，作业设计能力呈现结

构性缺陷，存在“目标异化–评估失准–反馈低效”的恶性循环，当前作业设计领域存在三重异化现象，

即作业布置呈现任务化倾向，质量评估停留于量化层面，反馈指导局限于正误判别[16]。其三，课后服务

参与呈现制度性困境，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权益问题、负担问题、责任问题和能力问题叠加，致使教师

陷入被动应付或选择性执行的困境之中[17]。教师参加课后服务的积极性不强，教师弹性工作时间少，超

负荷的工作阻碍了教师的积极性、进取心和创造性[18]。 
另一方面教师的职业负荷与家庭生活失衡问题。中小学教师难以减轻的负担、难以改变的教育观念、

难以保证作业设计的科学性和不太理想的薪资待遇等问题愈加明显[19]。传统教育评价体系下，教师承受

着多样的职业压力，如行政事务阻碍自身专业发展，高强度的教学任务占据个人休息时间，工作薪酬与

劳动付出失衡等压力。随着“双减”政策的实施，教师的角色发生变化，现要承担课后服务、家校协同的

责任，这种角色冲突容易引发教师的情绪低落与躯体化症状，具体表现为慢性疲劳积累诱发的生理机能

下降、工作家庭双重角色期待导致的焦虑情绪泛化、以及职业价值感知弱化衍生的教学效能感降低。当

职业压力突破个体心理韧性阈值时，可能诱发消极的教学行为，形成“重压力–身耗竭–教育冷化”的

恶性循环，最终影响教育质量提升与教师专业可持续发展。 

3.2. 教师激励与管理机制有待完善 

教师专业发展存在制度性阻碍。中国目前的中小学教师专业成长阶段重置，构建荣誉导向的专业发

展激励机制，实现职称评审制度的辅助性功能定位[20]。首先，职业发展阶段划分呈现同质化特征，荣誉

激励机制与职称评审制度存在功能定位偏差，未能形成差异化发展路径[20]。其次，学校管理存在“激励

虚化”现象，无法确保教师时间与空间的“留白”，教师专业自主权丧失，时空资源挤占严重。其次，评

价机制呈现应试导向，学校依然以考试为导向，对教师的评价问责机制不合理，没有考虑到教师教学需

求及对教育事业的认同感，学校没有发挥教师减负的核心作用。 
学校的管理制度不贴切教师专业发展需求。如课后服务板块，发现教师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教师自

我提升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国家想通过“双减”政策，让学生的学习生活更加丰富，并提倡利用课

后服务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但是从课后服务板块涉及的工作人员类别来看，学校教职工是课后托管工

作的主要承担者，占比 56.2%。教师除了承担常规教学工作外，还要开展一些非教学工作(课后的会议、

家校联系)和学生课外拓展活动，大大加重了教师的工作量。二是教师身心与期望压力的影响，73.29%的

教师表示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 8 小时，增加课后服务直接延长了教师的工作时间，消耗大量时间和

精力，给教师带来了身心双重压力。三是教师自我认知与管理能力的冲突。繁重的工作，使得教师难以

顾及家庭，无法平衡工作与家庭[21]。 

3.3. 教师专业发展的政策保障有待落实 

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减轻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

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要全面清理、规范与教育教学无关的各类工作，着力解决中小学

教师面临的非教学事务负担过重问题，旨在为教师创造潜心育人的良好环境[15]。但政策实施具有现实差

异，加之教师的专业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贯穿教师职业生涯的始终，教师专业发展不可一蹴而就。 
从政策执行维度考察，基层教育行政部门普遍存在选择性执行的现象。部分学校因现实需要，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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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教师承担大量与专业发展无关的行政事务，包括非必要会议参与以及形式化的考核材料准备等，这严

重挤占教师专业发展所需的时间资源与心理空间。从家校社协同育人角度看，国家近年来大力提倡家校

社合作，构建三位一体的协同育人体系，但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家庭及社会机构在育人目标设定存在

差异(学校关注知识传授与核心素养培养；家庭关注学业成绩；社区关注文体活动)、在协同育人行动上缺

失主体和在育人资源上存在短缺分散等，效果并不理想[22]。这种实施差异导致教师在协同育人过程中往

往需要承担额外的沟通协调成本。从制度保障体系看，制度体系存在碎片化特征，严重制约着教师专业

发展的可持续性。当前教师培训体系主要有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国培计划、学校组织的校本研修、社会

机构提供的商业培训，但它们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导致教师专业发展缺乏系统性。最重要的是，教师专

业发展的评价激励机制尚未形成闭环，现有评价体系过度侧重教学成果量化指标，忽视教师专业成长的

过程性价值，即缺乏促进教师专业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23]。 

4. “双减”政策背景下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4.1. 教师层面：坚定理想信念，促进教师的内涵式发展 

内涵式发展指教师通过不断完善和改进自己的教学来提高自身数字素养和高阶能力。目前教师的数

字化素养和高阶能力欠缺，且对“双减”的价值认识不足，认同感较低。为更好落实“双减”，教师必须

从思想和行为上着手改变，教师要不断破解自身之各种困惑，提升专业水平、职业技能、数字化素养，

形成持续性的专业发展[24]。学校应建立科学的教师专业实践能力培养课程，采取有力措施调动培养教师

专业实践能力的积极性[25]，鼓励教师在行动中不断探索各学科知识，创新学科教学形式，拥有跨学科教

学的能力，持续关心爱护学生[26]。其次，增强教师自我效能感。研究表明，教师效能感作为职业发展的

核心驱动力，当其处于高水平状态时，能显著促进教师对专业成长活动的持续性投入与系统性提升[27]。
教育心理学实证数据显示，效能感每提升 1 个标准差，教师参与教学反思、学术研修及创新实践的频率

平均增加 28%~35% [28]，这种自我强化机制在教龄 5~8 年的职业发展关键期尤为显著。 
一是深化政策理解与价值认同。首先，开展“双减”政策专项研修，通过政策解读、案例研讨等形

式，帮助教师准确理解“提质增效”的政策内核。重点阐释“减法”与“加法”的辩证关系：减轻作业负

担与提升课堂效能同步推进，压缩机械训练与拓展发展空间有机统一[29]。其次，构建“三维认同”机制：

通过校本教研形成认知认同，依托教学实践强化情感认同，借助制度保障提升行为认同。建立教师发展

共同体，定期开展“双减”成效反思沙龙。二是课堂教学范式转型。在教师教学中推行“三精”教学策略

(精准教学目标设计，精要教学内容组织，精细教学过程管理)。实施差异化教学，建立动态学情档案，运

用分层教学法满足不同层次学生需求。并构建“双主”课堂模式，教师主导教学方向，学生主掌学习进

程。引入项目式学习、问题导向式学习等模式，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能力。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采用成

长档案袋、表现性评价等工具，破除“唯分数论”[30]。 

4.2. 学校层面：完善管理方式，赋予教师专业发展的权利 

学校要厘清各主体的权责边界，综合施策减轻教师非教学性任务，不在责任清单的事项，学校有权

利拒绝，给予教师更多的专业发展时间。充分发挥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坚持全校“一盘棋”，学校管理

者通过制度性确权保障教师教学自主空间，运用弹性管理平衡教师工作发展需求，具体表现为建立专业

决策参与机制，完善教育惩戒实施规程，构建职责清单管理制度，创新动态时间管理模式。学校还可以

利用各项教师专业发展规划培训活动，邀请专家进行教师专业发展规划的研制、实施、评估及改进，为

教师专业发展提供参考意见[31]。 
学校要充分利用教育资源，完善管理方式，加强教师的理想信念，促进其专业发展。比如从强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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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减负组别保障、增强优质教育服务可及性和加强教师减负督导力度等方面系统推进教师减负，促进教

师专业能力的提升[21] [32]。整合教育资源，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将不同学科教师、不同经验的新老教师

进行“混搭”，以此实现资源互补，查缺补漏。此外，学校要积极采取激励政策，在充分发挥教师主观能

动性的同时，推进高质量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或者是根据《意见》要求，立足于全面提高学校教育教

学质量，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进而提高课后服务质量，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2]。与社区合作进行课

后服务，减少学校和教师的压力，不仅充分调动教师的教学积极性，而且有利于将当地特色文化引入课

后服务，帮助学生个性化学习。 

4.3. 政策方面：落实政策实施，完善教师专业发展的制度保障 

国家和地方政策应引导教师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坚定育人理念，提高自身专业素养。例如，在学

校深化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借助学校的力量，让教师在教育教学中不断提升自己，培养更多优秀教师。

其次，建立长效政策保障，提升教师的幸福感。长期超负荷工作会降低教师的工作效率和质量，减弱他

们的工作热情。在物质保障方面，建议推进《教师法》实施效能改革，建立公务员工资水平参照机制，完

善教师待遇保障动态调整制度。重点落实“不低于”政策的刚性执行，构建具有区域差异补偿功能的薪

酬分配体系。同时，监控各地落实《关于减轻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等政

策的实施情况，从制度层面保障教师有效减负。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进家校协同育人，建设教育合作共同体。在“双减”政策下，家庭教育和社会

教育的作用日益凸显，办好教育事业，离不开家庭、学校、政府、社会的支持，因为它们是互惠互生的关

系，利于推进三种教育形态资源互补，优势共享，是学生减负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首先，提倡家长

在学校和教师的指导下，明确家庭教育的责任与义务，改变教育理念，以多种方式来培养孩子的自主学

习能力，主动配合学校的教学工作，实现家校共育效果的最大化[33]。其次，明确教师的职责，促使其积

极主动地开展家校协同，加深家校协同的价值认识，不断学习优秀案例经验，提高教师开展家校协同的

能力，保障政策有效落实。最后，政府应打造“三位一体”育人环境，一是构建社会化支持网络，推进社

区教育资源共享；二是完善数字生态治理，建立网络内容分级过滤机制；三是实施校园周边环境净化工

程，重点整治违规商业机构。为了保障家校社协同有效实施，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把构建

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通过完善经费条件保障，组织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专业队伍、强化专业支撑、营造良好氛围等方面，来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逐步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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